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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刑法与社会的民法

礼法分野的法律经济学解释

张维迎＊　邓　峰＊＊

摘　要　对中国古代“重刑轻民”“法治落后”的批评由来已久，对礼的性质和定位也是学

术界始终面临的困难问题之一。近几十年的法学发展，对法的社会治理功能有了新的理论认

识，触发了对法的内涵和外延的重新理解。结合近年来法律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对社会规范

及其与法律之关系的研究，传统中国社会的治理规则可以从规则的形成和执行两个维度分析，

既可以是专业化的，也可以是非专业化的；既可以是国家垄断的，也可以是分散演化的。对中

国古代法律体系的认识，应当抛弃受制于“法＝国家法”的观念，将礼法理解为法律规则的不同

执行体系，即国家垄断执行的刑法和社会分散、复合执行的民法（礼）。礼法之间的关系是事前

的等级化产权分配规则和事后的刑罚之间的关系。礼法分野在社会治理层面上的法律部门分

工，更多的是小政府下的社会分权治理模式，对维持两千年来中国古代社会以及中国传统文化

的稳定和统一，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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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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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等讨论，并得到了李启成在文献上的帮助。感谢匿名审稿人非常重要的批评和修改建议，特此致谢。文责
自负。



一、问题的提出：传统中国社会没有民法吗？

中国的法律以及法学不断西化已有百年之久，五四传统已经深深植根于众多学科之中。

２０世纪初期作为特定历史时期所引入的法律观念，更多地受到当时的解释法学和权利法学的

特有视角制约。不符合康德或奥斯汀思维模式的中国传统法律制度，无论称之为“儒法交融”，

“法律的儒家化”，或者“儒家法律传统”，常常会受到“普罗克鲁斯忒斯”（Ｐｒｏｃｒｕｓｔｅｓ）式的批判。

诸如“重刑轻民”“私权不发达”“缺乏公民社会”等观念，已经成为一种对传统中国法律制度的

主流解释。这种观点所派生的一个结论是中国传统的成文法中民事规则的短少，〔１〕但它却

是建立在一系列特定概念之上的：法律等同于国家垄断的法；确定和统一是国家法的核心特

点；法律应当由国家法院集中执行等。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对法律的特定的狭隘化理解。

观念是用来理解现实的，同时也形成现实。一旦这样的狭窄化法律观念进入到“变法”的

思维甚至实践去改造社会，就会制约我们的现实选择。民法规则的不断国家化，乃至于民法典

的出现，构成了改革开放４０年来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特点。和这一进程相关，一些理论

上的误读，比如“法律上的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有效的前提”（对科斯定理的过度甚至错误诠

释），更加剧了统一集中立法规则供给的冲动。然而，现实是，从法律的实现效果来看，４０年来

民事法律规则不断增多的同时，法律实施的一般效果不断下降。当前的法学研究中缺乏比较

扎实的实证研究，但有些粗略的数据可以验证。按照工商部门的统计，我国合同履约率在上世

纪九十年代初时可以保持在７０％左右，当时既没有合同法，也没有物权法，而进入本世纪则下

降到了５０％；采用书面合同交易占整个交易的比率不过在３０％左右。〔２〕另有统计显示近年

来的履约率在６０％。〔３〕显然，合同法正式法律规则的增加，在过去２０多年内是最明显的领

域，但是现金交易的增加（与之对应，信用交易的减少），很难不让人去质疑合同法对交易的支

持程度受到了现实具体制度和环境的制约。这些粗略统计的数据，其含义也可能会有其他解

释。我们不能由此直接推断这些法律规则是没有起到效果的，但至少有理由怀疑，正式法律规

则（今天的模式可以称之为“重刑也重民”）中更多的民事规则及其执行，对社会经济生活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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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既有的研究中也有一些不同的论断，比如黄宗智关注的是地方官员对民事案件的处理，参见
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法律、习俗与司法实践：

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但他仍然是从国家法院处理民事纠纷的角度论证的。另有
一些比较特别的观点反对“重刑轻民”的论断，但认为是以行政法为主，参见艾永明：“中华法系并非以刑为
主”，《中国法学》２００４年第１期，第１５４－１６２页。这是对昂格尔所提出的中国古代法是官僚法的一种复述。

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并非无民法，而是没有法典编纂，但总体上不发达，故而对古代民法的研究是找
寻散落在各种法律典籍中的规则，这构成了古代民法的考古式研究的主要方向。参见张晋藩：“论中国古代民
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政法论坛》１９８５年第５期，第３－１５页。

参见辽宁省企业（合同）信用协会：“合同履约：信用体系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工商行政管理》２００６
年第１６期，第１６－１７页。

参见ＩＵＤ领导决策数据分析中心：“‘中国进入高成本时代’系列分析之十 我国交易合同履约率只
有６０％”，《领导决策信息》２００９年第７期，第２７页。



产生了所期望的作用。

“重刑轻民”等说法也和诸多的法律、国家、社会乃至宪政理论相关。这些随手拈来：韦伯

式的正式化规则体系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中华法系的认识和再构造；是送法下乡

还是面向本土资源；法治是否以某种特定的政治制度为条件；等等。在这种相互交错而彼此支

持的命题中，有一个判断显然是颠倒了观念和现实：有着两千年连续性的儒家社会（非指政

权），难道真的不存在处理民事纠纷的“民法”？

在我们看来，作为规则的礼———不仅仅是狭义的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中正式表述的规

范，而是以其为主导和作为核心内容的，包括习俗、乡规民约等社会规范的综合体———充当了

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法职能，其内容属于与利益相关的财产权利分配和纠纷解决机制。如果我

们不是用狭窄的法的定义，而是从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视角去看，礼，而不是“法”，构成了

古代中国占主体地位的、更重要的、更高级层面的法律规范（“援礼入法”“春秋决狱”是按照礼

的价值和规则来修订法）。礼不仅是规范，其合法性和正当性比“法”更高，更符合“天理人情”。

如果考虑到君主和政权的正当性，在汉代以后，刑法的合理性受制于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儒家

理论或其正义观念，礼还是中国古代的宪法。

礼是社会执行的，也是受到国家法支持的正式民事规则系统。将法律作为社会治理的主

导工具，或基于合法性或者冲突分析，或基于社会效率，在庞德之后成为重要的法学方法。基

于法律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在近３０年来发展的社会规范（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理论作为理论框架，

本文将分析礼作为法律的功能特性，并进而说明礼———法二元结构的制度含义。命题如此重

大，不可能在短篇内做出完整论证和充分阐释。本文仅仅是提出基本观点和作出初步分析，以

就教于学界同仁。

二、国家法和社会法

认为中国古代“有刑无民”“重刑轻民”的流行观点，是一种即便是在西方学界也属于比较

狭窄的法律教条主义的看法。〔４〕这些观点将法律等同于国家（主权者）所制定的、依赖于国

家暴力、由专业化的法院执行的规则。它和１７世纪以来的启蒙运动，尤其是理性主义、浪漫主

义哲学思潮、大陆法的康德主义传统、英美法的奥斯汀法学传统紧密相连。〔５〕基尔克和梅特

兰对这种趋向于国家中心的法律哲学观在２０世纪初期提出了批评，“中世纪社会的封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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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西方学者对礼的理解与许多流行观点相左，“我们必须将礼理解为法，一个广博的，甚至成文
的，但是非正式传统的规范体，其教化力是如此之大，可以有效地控制生活中所有在其之上不存在律令制裁的
领域。”Ｓｅｅ　Ｈ．Ｐａｒｔｒｉｃｋ　Ｇｌｅｎｎ，Ｌｅｇ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７，ｐｐ．３１１－３１３．
Ｓｅ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Ｅｌｌｉｃｋｓｏｎ，“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Ｖｏｌ．２７，Ｎｏ．Ｓ２，１９９８，ｐｐ．５３７－５５２．



模式结构受到了迫害……居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所有事物都不过是衍生的和不稳定的存

在”。〔６〕这种近代法律观念成因有多重解释，但其关注于法律与权威的关系，从规则的产生

到执行都是由国家垄断的法律观，强调法律作为统治者的意志，而并不关注法律在社会治理中

的本质合理性和正当性，或是法律在社会秩序中的后果，是理论根源之一。２０世纪以来法律

的实践，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德国军国主义法律的失败，导致了权威主义或国家主义法

律神话的破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法律应当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有助于人类的合作，而

不只是政府对社会的统治。〔７〕自然法在２０世纪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与这样的法律观

念相呼应的。

法律并不能自己判断其自身的正当性，而需要从其所实现或完成的社会实践来判断。作

为社会治理的一种制度，法律的正当性或合理性的判断有不同的理论，比如法律的合法性理

论、〔８〕人权理论以及正义理论等。“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性发生的行为模

式……衡量高度发达的组织的真正尺度是其职能的适应性而非职能的特定性。”〔９〕从社会治

理的功能上来理解法律，是法律的正当性和边界的判断依据之一。法律社会学对此进行了明

确的表述。法律首先是一个分配制度，“保证人们和团体间公正而恰当（可能是最不令人反感）

的分配”；其次，解决争端，“定分止争”。法律制度提供了机制、场所和程序，从而消除矛盾和解

决争端；第三，创造规则；第四，“法律机构还起日常工作或记录的职能。它们充当现代世界千

万项必要的或想要的交易的储存库或记忆。它们存档、保留记录，它们把交易降为有效的日常

工作……这主要是现代法律制度和古老帝国法律制度的特点”。〔１０〕

而从法律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法律是人类理性和行为博弈的结果。〔１１〕国家垄断的法律

和政治制度，不过是各种社会、共同体、群体所选择的治理机制的一种。人类在历史长河之中，

创造了许多不同的社会合作机制和治理系统，其中很多甚至都不一定是独立存在的“规

范”。〔１２〕人类智慧、理性所创造的种种机制，都表明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理性合作的，这是科斯

定理的哲学含义，其展开也界定了法律的边界。科斯定理是和国家垄断的法的理论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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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Ｗ．Ｍａｉｔｌａｎｄ，“Ｍｏｒ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ｅｇａｌ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ｔｙ”，ｉｎ　Ｈ．Ａ．Ｌ．Ｆｉｓｈｅｒ（ｅｄ．），Ｔｈｅ　Ｃｏｌ－
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Ｍａｉｔｌａｎｄ，Ｖｏｌ．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１１，ｐ．３１０．

Ｓｅｅ　Ｎｅｉｌ　Ｋ．Ｋｏｍｅｓａｒ，Ｌａｗｓ　Ｌｉｍｉｔｓ：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Ｄｅｍａｎｄ　ｏｆ　Ｒｉｇｈｔ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ｐ．１２－２２．
Ｓｅｅ　Ｔｏｍ　Ｒ．Ｔｙｌｅｒ，Ｗｈｙ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ｂｅｙ　ｔｈｅ　Ｌａｗ，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ｐ．１９－３０．
（美）塞缪尔·Ｐ·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２－１４页。
（美）弗里德曼：《法律制度》，李琼英、林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９－２２页。

参见张维迎：《产权、政府与信誉》，三联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６页。

Ｓｅｅ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Ｊ．Ｋｏ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Ｂ．Ｍｉｌｌｅｒ，“Ｈａｂｉｔ，Ｃｕｓｔｏｍ，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ｉｎ　Ｋｅｎ－
ｎｅｔｈ　Ｊ．Ｋｏｆｏｒｄ　ａｎｄ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Ｂ．Ｍｉｌｌｅｒ（ｅｄｓ．），Ｓｏｃｉ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１，ｐｐ．２１－３６．



霍布斯定理相对的。〔１３〕在信息交流相对充分，交易成本足够小的情形下，人们出于理性（尽

管是自利的）也可以通过谈判来分享剩余。而在交易成本比较高的情形下，人们可以选择不同

的治理机制，尤其是组织、团体、长期合作关系和网络化的交易关系等，〔１４〕来提高信任和完成

合作。在西方化的现代社会结构中，这包括私人合同、社会规范、市场以及法律等等，〔１５〕这些

治理机制都构成了对法律的替代或补充。那种认为交易成本高的时候，合作必然要进入国家

法（法对产权的分配）的观点是对科斯定理的错误解读。

具体而言，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出现了困难，当事人的不同支付（ｐａｙ－ｏｆｆ）结构、信息、理性和

所处的环境，决定了他们之间可以通过策略性行为达成合作结果。当形成稳定的博弈／交易结

构的时候，就产生了规则，包括产权、占有、互惠以及解决搭便车等行为的概念和规则。稳定的

纠纷解决的策略方案，最早被谢林称之为“聚点”（ｆｏｃａｌ　ｐｏｉｎｔ，也称谢林点）。〔１６〕之后萨登分

析了稳定的规则如何通过演化形成。他将这种当事人之间自发衍生的规则，称之为“自然法”。

“围绕着惯例（基于博弈产生的稳定均衡，进而形成的产权惯例）而成长的道德规则，是下列原

则的具体展开：合作原则。Ｒ是在某个社区中，重复博弈中所选定的策略。这种策略是任何个

人服从Ｒ，其对手将也会这么做，这对其是有利的。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那么每个个人都有

道德义务去服从Ｒ。”〔１７〕而“……霍布斯似乎宣称这个问题在自然状态之下并无解决方案，协

议只能在一个所有人之上的并且具有充分力量来迫使所有人遵守的‘共同权力’下才能缔

结”。〔１８〕

从社会合作的视角来看待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存在，可能是２０世纪法学最重要的转折和

贡献。卢埃林的商业现实主义，〔１９〕赫斯特、麦考莱等人对市场交易规则和惯例在实际社会生

活中的主导作用的强调，富勒将互惠作为服从和执行法律的基本渊源，〔２０〕以及与这些法律思

想结合的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都重新强调了从合作而不是恐吓、威慑和强

制出发来理解法律乃至于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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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ｂｉｄ．，ｐ．１６３．
对这种转变，按照霍维茨的说法，是两种不同道路的争夺。Ｓｅｅ　Ｍｏｒｔｏｎ　Ｊ．Ｈｏｒｗｉｔｚ，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Ｌａｗ：１８７０－１９６０，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２２２－２３０．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Ｎｅｉｌ　Ｄｕｘ－
ｂｕｒｙ，Ｐａｔｔｅｒ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Ｃｌａｒｅｎｄ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Ｃｈａｐｔｅｒ　１．Ｓｅｅ　ａｌｓｏ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Ｂ．Ｐｒｅｓｓｅｒ
ａｎｄ　Ｊａｍｉｌ　Ｓ．Ｚａｉｎａｌｄｉｎ，Ｌａｗ　ａｎｄ　Ｊｕｒｉｓｐｒｕ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Ｓｉｘ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ｅｓ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２００６，Ｃｈａｐｔｅｒ　６．
Ｓｅｅ　Ｌｏｎ　Ｌ．Ｆｕｌｌｅｒ，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ａｗ，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４，ｐｐ．９６－９７．



社会规范是国家法的第一个替代，这在法律经济学中已经得到了非常广泛的研究。社会

规范和法律的共同点在于其能够协调预期、激励合作以及显示信号，〔２１〕可以大致划分为理性

限定（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ｌｉｍｉｔｉｎｇ）、偏好变异（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和均衡筛选（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ｉｕｍ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三种功能和类型。〔２２〕与国家法的专业化产生不同，社会规范是非正式规则系统，来源于社会

成员的群体共识，〔２３〕尽管“制度企业家”（ｎｏｒｍ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２４〕在其产生过程中会起到重要

甚至根本的作用。在执行方面，社会规范与国家法也不同。国家法常常被认为是少数人、专业

化机构（如法院、警察）执行的，而社会规范则是依赖于社会成员的共识、抵制、声誉等其他惩罚

方式来执行的。而后者常常形成了对前者的制约，“正式制度的有效性依赖于丰富多样的非正

式制度”，〔２５〕良好有效实施的法律必须要与社会的价值、信念体系相一致。

在这种社会合作的多元机制中，以制度为研究对象的现有研究，可以根据私人间交易中的

可验证性和可执行性，对更多的社会合作机制作出进一步的划分。

表１　交易的执行和社会制度

执行条件 社会制度 核心概念

第一方执行（自我执行）
共同价值、信念、宗教、非理性

信任
信念

第二方执行（对手执行） 可观测性
企业组织、抵制、社会网络、层

级组织、声誉、互惠、理性信任
权力、单方制裁权

第三方执行
可观测性＋可

验证性
商人法、社会规范、制定法

权利（基于规则和合法性

的权力）

国家执行的法，和其他的社会制度，都属于第三方执行的规则体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

仍然遵守了对法作为一个正式的“编码化规则系统”（ｃ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６〕的普遍认识，尽管自古

至今有不同的诸如习惯法、自然法（阿奎那）、道德法（康德）、自由法（哈耶克）等等的表述，但这

些并不属于人类创造的编码系统和公开的、系统的规则体系，尤其是制定法和判例法（与子产
“铸刑鼎”之前的贵族判例法相对）。同时，基于得到社会成员认可的规则系统，都可能出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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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维迎：“法律与社会规范”，《比较》２００４年第１１期，第１５８－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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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９，ｐｐ．９９－１００．
参见张维迎：《博弈与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６１－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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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５，ｐ．４２．



人在特定情形下的对利益获得的正当性，而这常常在经济学中以宽泛的“产权”来指代。因此，

经济学中的“产权”可以通过多种制度得到实现，并不限于国家法之中。再次，正式的第三方规

则体系也不同于类似于《古兰经》之类的更多集中于价值、信仰的宗教版本。〔２７〕在与国家法

的并行或对立上，礼似乎和《古兰经》相似，但后者与财产相关的产权制度则处于制约和对立状

态。〔２８〕

基于前述我们对“法”的理解，在第三方执行的、公开系统的规则体系中，可以作出进一步

的划分。图１概括了社会治理规则在产生和执行上的四种不同的组合：①专业化生产并专业

化执行；②专业化生产但非专业化执行；③非专业化生产但专业化执行；④非专业化生产且非

专业化执行。这里，执行上的专业化是指国家执行，生产上的专业化可以指国家制定，也可以

指非国家制定，如传统中国社会“礼”的产生所显示的。传统意义上的法律仅指第①类，可以简

称为“国家的法律”。〔２９〕我们将非集中化、非专业化执行的规则（包括上述第②和第④类，一

定程度上也包括第③类）称为“社会的法”（民间法）———不是法律内的社会法的概念。

图１　与国家法相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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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ｉｃａｌ　Ｗｅｅｋｌｙ，Ｖｏｌ．４２，２００７，ｐｐ．１８４４－１８４９．

Ｓｅｅ　Ｓｏｈａｒｂ　Ｂｅｈｄａ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Ｒｉｇｈｔ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Ｉｓｌａｍ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Ｐｅｒ－
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４７，Ｎｏ．５，１９８９，ｐｐ．１８５－２１１．

即便在严格的国家法概念下，法律人也会承认缺乏强制执行力的国际法是法。国家法中也确认可
以在穷尽正式规则的时候引入社会习惯。国家法体系中也存在着自治团体的规则例外（职业团体、交易所、商
事仲裁）等。



对国家法之外的规则系统，法律经济学常常关注两个例子：专业化产生、解释和不依

赖于国家暴力执行的商人法（Ｌａｗ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以及遵循习惯而产生，但私人自我执行的

冰岛古刑法。１２－１７世纪欧洲的商人法是一套完整的、专业化的法律规则体系，商人法

庭的“力量”并不在于强制力，而是在于对行为的记录和报告。它是没有执行庭的法院，

只对当事人的责任加以确定，履行判决是自愿的，但对是否履行判决作出记录。这是一

个借助于声誉机制的行为记录系统。经济学家通过数学分析论证了这种制度持续存在

的可能性———用专业术语来说，纳什均衡解的存在。〔３０〕这种理论证明得到了许多经济

史学家的研究证实。〔３１〕它不断地扩大到体制之外，最终变成了国际准则，“超越了地方

法律和习惯”。〔３２〕非独商业领域，在刑法上也长期存在着对犯罪的私人执行。１０－１３

世纪的冰岛，其法律系统对所有违法行为均采用货币赔偿。纠纷解决的“初级法院”法官

由原被告各自指定对半的人组成，惩罚则采用联合抵制方式私人执行。同时，所有的法

律权利均可以自由转让，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化的权利体系。〔３３〕这个数百年存续的制度，

司法裁判和执行都采取了私人执行的方式。

在大多数社会和大多数时间内，无论是从行为的严重性程度上，还是从调整目的，抑或救

济方式上，作为规则系统的法律产生和执行上都并不一定属于国家垄断的、固有的。尽管在大

多数社会的大多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存在着这种分工：国家垄断执行针对较为严重的犯罪

行为的刑法。

三、礼法制度的分工

礼是中国制度的独有或典型特点。当然，本文中所说的礼，并不仅仅限于通常以文本方式

表现出来的三礼规范，而是由其衍生和统帅的，并以其精神贯彻其中的，融地方与村社自治、教

化、士绅和宗族长老纠纷解决、民间调解为一体的现实中的“规则体系”，即作为制度存在的

礼。〔３４〕传统社会存在着社会规范层面上的“俗”“习”，乃至“风”，存在着职业群体间的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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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人法的执行、兴起和衰落等问题，参见 Ｌｅｏｎ　Ｅ．Ｔｒａｋｍａｎ，Ｔｈｅ　Ｌａｗ　Ｍｅｒｃｈａｎｔ：Ｔｈｅ　Ｅ－
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　Ｌａｗ，Ｌｉｔｔｌｅｔｏｎ：Ｆｒｅｄ　Ｂ．Ｒｏｔｈｍａｎ　ａｎｄ　Ｃｏ．，１９８３，ｐ．１０．

关于商人法与现代商法乃至整体法律制度的关系，参见 Ｈａｒｏｌｄ　Ｊ．Ｂｅｒｍａｎ，Ｌａｗ　ａｎｄ　Ｒ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Ｌｅｇａｌ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３，ｐ．３４２．

Ｓｅｅ　Ｄａｖｉｄ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Ｐｒｉｖａｔｅ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ｗ：Ａ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ｅ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８，ｐ．４０６．Ｆｒｉｅｄｍａｎ对冰岛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我们借鉴了萧公权广义的礼的概念，参见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新星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

７０、７４页。



但它们和国家法一样，在历史长河中不断受到礼的浸润甚至主宰。三礼是礼的标准文本，更多

集中于“国家典章”“君子教化”“社会交往”，其内容甚至更多是对公共领域，以及对“君子”的具

体行为的调整。从部门法的角度来说，礼的内容包括了今天的诸多法律部门，从宪法、行政法、

经济规制、婚姻家庭以及本文所强调的民法。张千帆注意到了礼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程度和

作为规则的地位，将其界定为古代中国的宪法。〔３５〕这和中国古代法律的起源以及国家的职

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相吻合的。但礼及其延伸的规则，还包括着非常具体，甚至达到琐

碎程度的对个人、家庭、家族等行为的具体规则，“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仪”（《史记·礼

书》），这些规则构成了私人之间合作和交往的准则，其中包含的内容，在我们看来，更多是一种

社会生活中的“财产权分配”，尽管其表述和具体表现形式多种多样。

不仅如此，礼更多带有道德价值和正义观念，通过礼治所强调的“教化”，指示、引导人们的

行为，“内化”到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经过儒家改造或者精神注入之后的礼，更要与“仁”（正

义）相一致，“仁为那些在儒家社会中起整合作用的所有其他的伦理规范提供了意义……礼基

本上则是社会关系的概念……礼可以被看成是仁在特殊社会条件下的外在表现”。〔３６〕

当然，礼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也是不断变化的，其与国家法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的朝代也有

所损益。〔３７〕本文更多地是从宏观层面考察其在汉代以后的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和进化过程中

的理性。一是在帝国时代律的地位上升，并且礼律分野成为中国社会治理的一个非常具有特

点的机制；二是礼本身经历了孔子的“礼仁相通”的改造，并由儒家知识分子的诠释，而成为一

个贯通个人修身和治理家国的规则体系。

对礼是中国典型的规则体系，以及礼作为一套规则系统，没有太多的争议。但由于其并不

属于国家垄断制定和执行的规则体系，局限于国家法概念的批评常常集中于两个方面：第一类

批评是基于其与西方近代之后的法治化模式相对比，将其等同于社会规范，而非法律制度。这

些解释，将礼看成是社会规范或习惯，它注意到了经过儒家改造之前的礼的来源。礼是对先秦

社会中的社会规范、风俗吸收之后，由周公制度化而形成的。但它忽略了礼作为社会治理机制

的功能，即作为社会执行的法的特色。第二类批评则是基于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等现代法律的

价值基础而作出的。中国古代的身份等级的确和现代法治格格不入，但身份等级在任何社会

中都持续过很长时间。我们无意对这些与当代价值冲突的部分为“礼”辩护，而是关注其作为

社会治理的效率和特定时期的正当性，而非其现代正当性。

考虑到礼、法、刑、律，以及相关的乐、政等的紧密关系，在简单批评“重刑轻民”的观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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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３６〕

〔３７〕

Ｓｅｅ　Ｚｈａｎｇ　Ｑｉａｎｆａ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Ｏｎ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　ａｓ　ａ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ａｗ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Ｖｏｌ．２，２０００，ｐｐ．２９－３８．

杜维明：《一阳来复》，陈引驰编，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５３－２５４页。

在汉代儒家取得主导地位之后的礼法结合，中国法制史学界对此也有不同的看法，大致上可以分
为两类，较为传统的看法是受瞿同祖先生的影响，认为是一个“儒法结合”不断强化的过程，另一种认为不同的
朝代间的差异和变化较大。



外，中国诸多的史学家和法律史学者则大多基于礼的分化强调了在先秦之前礼本身是法。刑、

律未从礼中分化并单独出现之前，礼本身包含法。〔３８〕而黄源盛则明确在西周时代，礼法是互

补相辅的。礼主要调整民事的、行政的法律关系，刑主要调整刑事法律关系。〔３９〕严复则在
《法意》中以按语方式明确指出中国对法的理解分疏更优，“中国理想之累于文字者最多，独此

则较西文有一节之长。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学者审之”，〔４０〕更明

确地肯定了礼属于法律，列举了其渊源：

所谓民法，则私律也。吾国刑宪，向无此分，公私二律，混为一谈。西人所谓法者，实

兼中国之礼典。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

以令一国之必从者，通谓法典。至于不率典之刑罚，乃其法典之一部分，谓之平涅尔可德
（ｐｅｎａｌ　ｃｏｄｅ，本文作者注），而非法典之全体。故如吾国《周礼》、《通典》及《大清会典》、《皇

朝通典》诸书，正西人所谓劳士（ｌａｗｓ，本文作者注）。若但取秋官所有律例当之，不相侔

矣。〔４１〕

阎步克则提出古代社会存在着俗、礼、法的三元社会规则体系的划分。“在一个相对意义

上，‘俗’、‘礼’、‘法’分别指示着不同性质的政治文化形态，并且在社会分化程度的视角之中，

所谓‘礼’，是处于‘乡俗’和‘法治’之间的。”〔４２〕

在这些论断基础上，并基于法律功能主义的视角，我们的观点是：礼治，作为一个规则体系

和运行制度，兼有社会执行的法和社会规范的特性，并且对日常的私人生活起到了现代社会中

与民法相同的功能。礼与法（律、刑）的分工，在中国古代，在规则特性、价值取向等方面并无太

大不同，其主要区别是：第一，在执行上，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礼是融自我执行、分散执行、专

业执行和公共执行于一体的法律规则体系，而刑律是国家垄断的公共执行；第二，在产生上，礼

是民间但专业化产生、解释，同时兼具国家专业化产生、解释的特点，而刑律是国家垄断制定和

解释的。这种专业化产生方式，需要其内在地构成逻辑一致的规则和明确的实施标准，与专业

执行的特点结合起来，使其有别于社会规范；第三，在内容上，礼是一套产权分配体系，而私人

交往中的相应合同、赔偿责任等规则，是由这种分配正义式的产权分配规则决定并可以衍生适

用的，这决定了礼和现代民法履行了相同的功能。礼同时兼具“国家法”“商人法”“冰岛古刑

法”等规则体系的特点，但无论产生还是执行上，国家并不起主导作用，故可以称其为“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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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４２〕

章太炎则认为礼在周代也包含刑，他在《检论·礼隆杀论》指出，“礼者，法度之通名。大别则官制，

刑法、仪式是也”。参见章炳麟：《章太炎全集》（第３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３９９页；萨孟武：《中国
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页。李贵连先生也将西周礼治界定为贵族法治。参见李贵连：“从
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中外法学》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４５９－４８３页。陈寅恪也强调两者的混通，“礼律古代本
为混通之学”。参见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１５页。

参见黄源盛：《中国法史导论》，元照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２９页。
（法）孟德斯鸠：《法意》，严复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页。

同上注，第７页。

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７９页。



民法”。〔４３〕

对同一种不当或非法行为，采用不同的惩罚或责任，在任何时代都是非常普遍的。英国在

１８世纪仍然广泛采用监禁方式处罚无法偿债的债务人；美国在１９世纪中下叶，仍然存在许多

私刑现象。〔４４〕古代中国存在宗法的私刑，我们今天社会中也存在着诸多的“私了”（刑事问题

私人解决），以及诸如“侵占罪”（私人问题刑事解决）等法律现象。虽然内容有所不同，但古代

刑法和民法的调整对象具有很大的重合性。“同一规范，在利用社会制裁时为礼，附有法律制

裁时便成为法律。”〔４５〕

从内容或者调整对象上区分刑法和民法并不清晰。两者的分工，用现代法理的观点总结，

表现在：①主观动机和行为程度不同：过失、错误行为大体上属于民事，而故意、严重伤害行为

则属于刑事；②救济方式不同：民法以赔偿救济受害人，刑法以体罚、监禁等惩罚施害人；③程

序不同：民法由受害人请求（民不告官不究），刑法由第三方（国家）起诉（民不告官也究）。〔４６〕

在法律经济学上，刑法和民法是两种不同的激励机制，两者的划分更多表现在是公共执行

还是私人执行。〔４７〕这在既定社会的约束条件下，是由信息、成本、收益和执行后果等因素决

定的。〔４８〕首先，信息分布会影响到执行方式，如果被害人可以确认加害人的身份，私人赔偿

是可行的；但如果发现或识别加害人的可能性很低，或者私人成本太高，社会就需要采用公共

机关来侦察、控诉（检察）。其次，违规行为的外部性大小会影响到执行方式的选择。如果侵害

行为只给有限的个体或少数人带来损失，私人执行较为有效；但如果侵害行为的受害人范围较

广，每个受害人缺乏足够的积极性实施惩罚，则公共执行更为有效。比如股票市场上的欺诈行

为，由于受害人众多，更适合由公共机关侦查和处罚。第三，防止恶性复仇：当私人惩罚更可能

导致连环复仇时，公共执行更可取，否则以民事处之。〔４９〕比如，故意的人身伤害行为如果由

私人惩罚，更可能导致相互间连环复仇，公共执行可以斩断复仇链，施害人也没有能力对公共

机构进行复仇，因而更可取。第四，惩罚的可信程度：当私人惩罚不具可行性，因而威胁不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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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４９〕

这里，我们将“国家”理解为一种垄断暴力的垂直化权力机构，将“社会”理解为一个无中心的横向
网络结构。

参见丁林：“林奇堡·民众私刑·多数的暴政”，《万象》第２卷第４期，辽宁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

第１－９页。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２１页。

Ｓｅｅ　Ｋｅｎｎｅｔｈ　Ｍａｎｎ，“Ｐｕｎｉｔｉｖｅ　Ｃｉｖｉｌ　Ｓａｎｃｔｉｏｎｓ：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ｇｒｏｕ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ｒｉｍｉｎａｌ　Ｌａｗ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Ｌａｗ”，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０１，Ｉｓｓｕｅ　８，１９９２，ｐｐ．１７９６－１８７３．

开创性的文献，参见 Ｇａｒｙ　Ｓ．Ｂｅｃｋｅｒ，“Ｃｒｉｍｅ　ａｎｄ　Ｐｕｎｉｓｈｍｅｎｔ：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７６，Ｎｏ．２，１９６８，ｐｐ．１６９－２１７．按照有些学者的列举，自１９６８年之后，大约有超过

２００多篇论文发表讨论这一问题。参见 Ｎｕｎｏ　Ｇａｒｏｕｐａ，“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Ｖｏｌ．１１，Ｎｏ．３，１９９７，ｐｐ．２６７－２９５．

以下参照了Ｓｔｅｖｅｎ　Ｓｈａｖｅｌｌ，“Ｔｈｅ　Ｏｐｔｉｍ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ｗ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３６，Ｎｏ．１，１９９３，ｐｐ．２５５－２８７．

参见苏力：“复仇与法律———以《赵氏孤儿》为例”，《法学研究》２００５年第１期，第５３－６９页。



时，采取公共执行，否则以民法处之。〔５０〕比如杀人行为，或者由于受害人已失去惩罚能力，或

者受害人及其亲属更倾向于货币赔偿，使得私人惩罚不可信，此时就需要公共执行。第五，责

任规则：刑法以严格责任为主，民法以过失责任为主，执行方式的选择依赖于哪种责任规则更

能有效地遏制不当行为。〔５１〕第六，执行成本，包括税收成本、捕获率等。如果税收成本过高，

捕获率过低，公共执行就不可取。此时，即便私人执行不足以阻止违规行为，社会也只能容忍。

这也是任何规则下不可能根绝违规行为的原因。

礼刑的分野符合前述这些划分的经济理性。传统中国社会的低税收、小政府、公共执行机

关少、公共产品不足的特点毋需重复。公共支出费用低制约了公共执行的边界，这包括官员尤

其是警察的数量。同时，编户齐民、村社聚居、家族和邻里监视义务的配置，甚至限制人口流动

和迁移的社会政策，〔５２〕降低了非法行为人的身份确认和罪行发现成本，而主导的正义和产权

分配标准———“礼”的繁杂性（见下文）要求更多的过错责任。当然，上述社会现实和礼的教化

特点（见下文）也大大降低了纠纷发生的频率，或者正式纠纷处理的需要。其结果是降低了通

过国家垄断法的公共执行的必要性，而使得外部性较低的私人纠纷无需上升到国家层面。反

观中国古代刑法的一些一般特点，〔５３〕也可以验证其受制于税收成本和公共执行边界的特点：

以流放作为刑罚手段之一，而不是采用今天的监禁，这可以驱逐犯罪人远离原有的社区，同时

省略监狱的管理成本；以强制劳役来补偿公共支出；以严酷刑罚补偿低捕获率，如实施肉刑、耻

辱性惩罚；以集体惩罚降低信息成本；在刑事裁判中注重社会损害后果而淡化行为过错的严格

责任倾向。

当然，上述分析只是一个“事后诸葛亮”式的解释，绝不意味着古代中国有个理性的中央权

威机构设计了一个最优法律体制。中国的法律制度也是不断演化的结果。中国作为一个统一

的国家是从部落战演变而来的。最初，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部落法（规则），有它处理纠纷的
“乡规民约”。当某个部落（如周）征服了群体部落后，仍然会给被征服的部落一些自治权。汉

代伊始，继承秦朝的郡县制度，在统一度量衡，实行中央集权体制后，仍然是“抓大放小”。对统

治者来说，造反、杀人放火属于大事，当然要用刑法管；但民间纠纷属于“小”事，没有必要、也没

有可能由政府统一处理。这是“重刑轻民”的国家法制度的起点和动机。

完全采用私人执行存在着约束条件，国家专业化执行的刑法也是不可或缺的：第一，如果

私人违法获得的不当收益显著超过服从规则，尤其是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激励的话，社会执行不

能控制和约束此类行为；第二，捕获进而施加外部制裁的概率比较低的情况下，比如盗匪、骗税

等，要达到相同的威慑必须提高惩罚，而社会执行不具有此类自动调整的能力；第三，事前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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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的收益比较大的情形，采用公共执行会获得更大的社会收益。〔５４〕对此，重刑的法家也早

就注意到了这种理性。“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故善

治者，刑不善而不赏善，故不刑而民善。不刑而民善，刑重也。刑重者，民不敢犯，故无刑也。

而民莫敢为非，是一国皆善也。故不赏善而民善”（《商君书·画策》）。国家的刑法关注外部性

较强、捕获率较低、事前收益大的罪行，也可以由律的进化得到验证。“（李）悝撰次诸国法著

《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囚）》、

《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假借、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

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晋书·刑法志》）。这些较早刑法中的罪名也可以充分验证

前述的观点。

从这种公共执行的成本角度，我们就更能准确理解古人对“刑罚世轻世重”这一命题的矛

盾心态。古代典籍中谈到乱世用重典，完整理解其上下文，其实是在强调事前治理的重要，“德

衰而制肉刑”（《汉书·刑法志》），但“是时天下将乱，百姓有土崩之势，刑罚不足以惩恶，于是明

儒大才……咸以为宜复行肉刑”（《晋书·刑法志》）。社会收益和成本决定了不同刑事政策的

变化，而不应当将其理解为是一个抽象的一般、绝对原则。同样，将儒法对立的流行观点，也经

不起文本的检验，我们找不到反对完全废除律法的儒家观点，也找不到完全废除等级贵贱制度

的法家观点。两者是互补的，只是依具体情形发生边界变动。

四、礼作为社会执行的法律

作为一个协调一致的规则系统，礼和法、社会规范一样，对人们间相互交往、合作、联合，履

行协调预期、激励合作和显示信号相一致的功能。〔５５〕社会规范的规则形成和执行都是分散

而社会化的，是自发衍生的。而礼则不同，其主要是专业化产生的，更带有法的一致、系统和强

制实施的特点。从礼的形成来说，“周公制礼”（现在的解释文本是战国时候的汇编），并经过儒

家知识分子群体的解释，从而使得礼具有非常典型的成文和专业化的解释特色。礼的专业化

发生在孔子及后世儒家知识分子对其的重新解释之后。一方面，文本及其注释由儒家知识分

子所提供；另一方面，涉及到宪政和行政层面的吉、嘉、军、宾、凶五礼，则由国家对经典文本予

以接受、改编和发展（这表现在唐代之后的礼部，以及唐代之前的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等，称

呼变化多端，但对五礼的执行内容基本相同）。

礼的标准文本体现在《周礼》《礼记》和《仪礼》，也包括《尚书》中对周礼典章制度的记载，以

及与之相关的儒家经典文献之中。也许不同作者、编辑者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也许在不同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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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对这些经典文本的解释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国家垄断———尤其是通过科举制度对文本的指定

等，但毫无疑问，儒家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共同体对标准文本的解释构成了礼的规范样本。礼虽

然存在着一个专业化的、甚至大多是民间注释的经典版本，但各地对其的采用，在某种程度上

是自治的，或者说是可以因地制宜而变通的；其次，不同的执行单位（宗族和乡社）可以有不同

的具体规定，这表现在“乡规民约”上。〔５６〕根据礼的标准文本具体化细则的方式，在宋代范仲

淹的推动下，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乡村自治机制。〔５７〕

这种由专业的，更多是民间（儒家）知识分子注释或解释，并且通过教化体系维持其规则正

当性的规范体系，由分散的执行单位自行修改采纳的制度，在今天仍然是许多制度中主导型的

规则产生模式，比如美国法学会或律师学会所制定的许多“标准／示范”版本的合同法、侵权法、

公司法、商法等。在有些领域，比如公司债的发行合约、衍生金融产品的解释，这些注释的、解

释的、示范的、指南性的规则来源，甚至是最终的规则依据。〔５８〕

礼的执行是多重的，是由其规则中同时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宪政、行政和民事规则而决定

的。礼在内容上包含着道德仁义、教化正俗、争纷辨讼、社会名分、尊学事师、班朝治军、莅官行

法、祝祷祭祀、共祭鬼神（《礼记·曲礼上》）。在功能上，“以奉宗庙则敬，以入朝廷则贵贱有位，

以处室家，则父子亲，兄弟和，以处乡里，则长幼有序”（《礼记·经解》）。在宪政的层面上，礼制

约着国家仪礼、外交事务、君主行为、朝廷典章以及政府分权和行为规则等宪政规则。当然，不

可避免地，如果行政管理事务涉及到宪政层面，和今天意义上的行政法也会存在着交错。六部

制中的礼部负责礼的具体公共执行，礼的规范制约着政府的具体管理行为。在国家对私人制

裁层面，即今天的刑法层面上，“援礼入法”体现着对刑事规则的制约，如“亲亲相隐”“忤逆”“准

五服以制罪”等。礼作为社会法，也被赋予了改变“社会规范”的作用，“移风易俗”，以主导“风”

“俗”的变化。礼和俗之间的内容存在着高度的重合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俗甚至可以通过礼

的执行机制而得到正式化。

礼的社会执行是分散的。用今天经过西方法律概念和传统“格式化”过的思维来理解的

话，礼是多种机制的混合。私人交往中的规则，其执行单位或机关，从汉代开始，主要包括：①
基于地域而产生的乡社、村社等，“举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帅众为善，置以为三老，乡一人

……择乡三老一人为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复勿繇戍”（《汉书·卷一上·高帝纪第一

上》），甚至将其列入了正式的管理制度，“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

化”（《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第七上》）；〔５９〕②基于血缘关系而产生的宗族、家族，“在

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史记·卷二四·乐书第二》）。比如“讼不以吏胥逮

民，有宗族争者以族长，有乡里争者以里老。又或使两造相要俱至，谓之自追”（《清史稿·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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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列传第五二·陆陇其传》）。很显然，这里所谈到的“自追”是一个典型的私人纠纷解决

模式。汉代以后，另外模仿这两个执行单位的，还包括在乡村中的“私社”，城市中的“商帮”“会

馆”等行会组织。〔６０〕

礼的专业化产生和分散采用，加上礼作为一个身份等级制度、产权分配体系的规则特点，

决定了礼的适用、解释和执行带有社会分层、分级和自治的多层次法律调整的特点。这实际上

通过权威的分配，将大部分的行为激励和引导职责交给了各种各样的中间层组织：家族、村社、

行帮。它们本身具有制定、解释乃至执行的能力，并非全部诉诸流言（ｇｏｓｓｉｐ）、联合抵制（ｂｏｙ－

ｃｏｔｔ）、声誉等社会规范的执行方式，而是带有强制性、少数人执行，并在必要或外部性较大的

时候借助国家公共执行的特点。这样，礼借助于社会权威的等级式的分权，兼具公共执行和社

会执行的特点，使得它同时带有国家法的强制执行和社会规范的社会执行的双重特色。在某

种意义上，这种混杂、诸法一体的规则同时兼具法律的专业执行和社会规范的分散执行的效

率。除了在价值、信念上的区别之外，这种机制更符合现代法学中所倡导的“公民联合体”

（ｃｉｖｉｃ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ｉｓｍ）和“重叠共识”（ｏｖｅｒｌａｐ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机制中的效率原理———当然，我们并

不认为两者在其他方面是相同的。

礼作为一个价值系统，通过规则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也可以获得第一方执行的效果。在

其分散执行的程度上达到个体将其内化为道德准则，进而形成多数人的监督执行，能够获得社

会规范的效率。“社区中的社会规范，除非人们内部化它，否则是无效率的，也就并不存

在。”〔６１〕在符合社群价值的前提下，借助于国家支持，不仅可以获得公共执行的强制力，而且

由于村社聚居等信息分布上的特点，获得社会规范中的声誉力量。〔６２〕社会关系越紧密，执行

就越为容易。〔６３〕由于礼对君子、仁义道德等价值的一致性，在社会交往中，他人的尊重是社

会规范执行力的来源之一。人们之间为了自尊而竞争，相互之间的交流和通讯等机制，可以更

好地促使自尊欲望发挥作用。〔６４〕这种社会规范力量依赖于自尊，与“仓廪实而知礼节”和“羞

恶之心”等表述的原理是一致的。在社会治理层面，在著名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

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中就表述得非常明白，而且历代刑法

志中都能看到对其作为指导原则的复述。

礼仁相通，这使得礼的规则，其中“理性限定”中的引导作用更符合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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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获得正当性。“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孟子·梁惠王上》）。

而礼治中所强调的教化，更将“偏好改变”的作用上升到了社会治理的根本原则。在古代２０００多

年的帝国统治中，中国社会始终在强调教化，“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唐律疏议·

名例》）。道德教化甚至被提升到治国的根本原则的地位，即便是法家为主流的秦朝，也强调“以

吏为师”的重要性，官员承担着教化的职责。这种对教化的重视，并不仅仅发挥着启发民智的作

用，更多是作为社会治理的机制，作为礼的社会执行手段的意义上被主张和强调的。从儒家统治

者的“治天下者，莫亟于正人心，厚风俗，其道在尚教化以先之”，〔６５〕到知识分子的“王者承天意以

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刑罚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今废先王之德教，独用

执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难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

国，设庠序以化于邑。教化以明，习俗以成，天下尝无一人之狱矣”（《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第

二》），无不可以看到这种取向。外在观察者也不例外地注意到了这一特点，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伏

尔泰就说到，“礼节可以在整个民族梳理克制和正直的品性，使民风既庄重又文雅……在别的国

家，法律用以治罪，而在中国，其作用更大，用以褒奖善行”。〔６６〕

五、礼作为社会的民法

礼带有礼仪、身份等方面的特色，故而常常遭受批评。有许多指责，诸如身份等级，缺乏个

体权利、对财产不够重视，等等。加上三礼文本中的很多文字内容更直接是社会交往的仪式，

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礼更多是仪式规则。私人交往之中的现代民法中常常具备的财产、合

同、侵权等制度，就很难和礼联系在一起。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礼是一套不折不扣的产权分配

体系，其中的大量规范涉及到财产、交往规则，呈现出和其他宗教极其不同的特色。尽管和现

代私法中的具体规则和理念不同（尤其是主体平等），但就产权分配而言，其内容构成和功能上

并无区分。

礼是一套产权分配规则体系。首先，从历史上来说，礼本身和财产分配是联系在一起的，

尽管这里的财产可能含义更广，应当从社会资源的角度来理解。《礼记》中的解释是“夫礼之

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礼记·礼

运》）。陈登原先生引证《春秋说题辞》，“黍者绪也，故其立字，禾入米为黍，为酒以扶老，为酒以

序尊卑，禾为柔物，亦宜养老”，指出“以上谓等威之辨，尊卑之序，由于饮食荣辱”。〔６７〕礼的内

容直接指向社会资源的分配。

其次，礼和产权分配相联系，并不仅仅限于土地等有体财产，而是更多基于社会治理的角

度，有一种将一切可分配的资源都等级化或纳入分配正义体系的倾向。“古代社会之分财，盖

·０２４１·

中外法学　２０２０年第６期

〔６５〕

〔６６〕

〔６７〕

章梫：《康熙政要》，褚家伟等校注，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２９１－２９４页。

伏尔泰：《风俗论》（上），梁守锵译，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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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其位之贵贱而有差等。”〔６８〕礼作为分配正义的实现机制，荀子已经表达地非常鲜明：“礼者，

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荀子·礼论篇》）。在儒家法律传统下，

分配正义的原则主导着礼的具体规则，不同等级的人权利义务是不一致的。我们从历代的法

律中可以看到，对住宅、衣服、器物、婚宴、丧葬、祭祀的仪式，甚至大门上用什么漆，都是不一样

的，不能僭用。

第三，在私人交往的纠纷处理之中，主要是采用所有权标准，即判断谁对财产或利益拥有

权利，并且以其所有的标准来判断赔偿，即“不应当失去的”（信赖利益标准）。考察中国古代赔

偿规则，〔６９〕可以发现，无论是财产损害，还是人身损害，标准都是基于所有权而产生的。即便

是律法也要遵循所有权标准。比如财产损害方面主要出现过的制度有：①备偿（全部赔偿，主

要适用于老少废疾犯罪征赃、私借官物损失、仓库被盗、仓库损坏、牧养畜产不如法和埋没官

物）；②偿所减价（原物受损之后，以实际减少的价值作为赔偿标准）；③着落均赔还官（主要是

针对官员在实收和应收之间的差额）。在人身损害赔偿领域，具体制度包括：①赎铜入杀伤之

家，以惩罚没收为主，有时候赔偿给受害人；②断付财产养赡，恶性伤人案件之间的赔偿，标准

主要是加害人的财产多少；③追烧埋银，绝大多数是过失杀人，数额是固定的；④保辜（殴人致

伤，区分不同情况，立一辜限，限内由侵害人即罪犯支付医疗费用治疗，辜限内治好，可以减轻

处罚，辜限内医治无效，致死、致残，各依律科断刑罚）。从上述制度可以看出，有采用损失标准

的，有采用加害人财产标准的，有采用固定数额标准的，有类似于财产上的恢复原状标准的，但

都属于基于财产所有而产生的赔偿标准。采用所有权规则而不依赖于过错分配为准则的赔偿

是人类社会常见的规则体系，尤其是在社会规范的执行之中。在机制原理上，尽管人与人之间

是不平等的，但只要确立谁所有的原则，就可以解决几乎全部的纠纷，发展出满足分配正义和

互惠正义的规则系统。当然，现代法学中的合同，更多依赖于过错赔偿，受损方可以获得期待

利益，这是由于资本主义革命带来的市场观念决定的。

礼对财产、资源的分配，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中的民法规则主体。一些近来的研究注意到

了国家对私人生活，尤其是合同、财产领域的司法调整。〔７０〕不过这些证据还不足以充分说

明，国家对私人，尤其是交易、财产等人际关系的公共执行成为了占主导性的纠纷解决方式。

而在我们看来，礼的等级制将人身、财产、资源等通过“所有权”方式予以分配，而得到了简单、

低成本的社会执行。

等级制度无疑是礼的重要特征之一，也常常受到现代学者的诟病。但等级制度既是一个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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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中国制度史》，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９页。

参见杨立新：“中国侵权行为法的百年历史及其在新世纪的发展”，《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２００１年
第１期，第３－１６页；陈涛、高在敏：“中国古代侵权行为法例论要”，《法学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２期，第４８－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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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机制，又是一个激励机制。我们可以用如图２所示的博弈总结儒家激励制度的基本思路。〔７１〕

图２　作为激励机制的等级制度

图２中左边的博弈是我们所熟悉的囚徒困境博弈，右边的博弈是一个协调博弈。博弈有
两个参与人，每个人有两个选择，两个人的选择共同决定每个人的报酬。矩阵中的第一个数字
代表第一个参与人的报酬，第二个数字代表第二个参与人的报酬。在囚徒困境博弈中，纳什均
衡（两个人的选择同时达到最优）是每个人都选择不合作；在协调博弈中，纳什均衡是一个人先
走、另一个人后走（因而有两个纳什均衡）。由于协调博弈中的每个人的收益依走的先后而有
不同，先走的人比后走的人得到的报酬高（类似等级制度），因此，如果社会能够根据个人在囚
徒困境博弈中的表现来确定协调博弈中的行走顺序，就得到了一个激励机制，使得人们在囚徒
困境博弈中有积极性合作。

囚徒困境博弈中的“合作者”可以称为“君子”，“不合作者”称为“小人”；协调博弈中的“先
走者”解释为“上级”，“后走者”解释为“下级”。设想社会博弈是一个两阶段博弈：第一阶段人
们进行囚徒困境博弈，第二阶段人们进行协调博弈。假定社会实行这样的规则：根据第一阶段
个人在囚徒困境博弈中的表现确定每个人在第二阶段的位置；特别地，第一阶段表现为君子的
第二阶段成为上级，表现为小人的第二阶段充当下级。显然，给定这样的激励机制，每个人在
第一阶段博弈中就有积极性选择合作，争当君子，社会就可以走出囚徒困境。上述原理用今天
的术语来说，当出现资源争夺的时候，礼赋予了不同身份的人不同的产权优先顺序，从而以简
单、低成本的方式，解决了社会合作的困难。

儒家等级制度的激励原理是礼的工具理性，其在分配正义上意味着，一个有耐心、肯合作、

遵守社会规范的人，是“君子”，就应该受到奖励。奖励君子的最好办法是集“位、禄、名”于一
体。并且，“正名”是第一位的。〔７２〕儒家强调等级制度常常被人们所误解，好像儒家是主张人
与人是不平等的。其实，儒家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君子并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可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论功行赏和举贤与能就成为儒家的一贯主张。儒家的激励机制设
计通过教化培养君子来克服囚徒困境，通过社会选拔和社会分层来保证君子的长期利益甚至
是现实利益。在今天的市场经济中，货币形态的报酬是最重要的激励手段，但在古代社会，市
场不发达，仅靠货币形态的奖惩是不够的，社会等级是最重要的奖惩手段。事实上，即使在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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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社会组织中，等级制度也仍然是重要的激励机制。〔７３〕

六、结束语

法律是一个调节个体行为的规则系统。法律由元规则（ｍｅｔａ－ｎｏｒｍｓ）———派生规则（或者

说主规则———补充规则）组成，其完善依赖于法律人（包括法学家、法官、立法者）深思熟虑的努

力，〔７４〕其设计应当满足“合目的性”要求，〔７５〕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合作秩序。一个长期稳

定而成的法律系统，尽管不是理性主义整体设计的产物，但满足演化稳定均衡的要求，因而是

演化理性的。〔７６〕这种演化稳定的规则体系包含了无数人的智慧，适应了千变万化的社会生

活的需要。

基于法律的功能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的礼法（更准确的说是礼刑或礼律）结构，我们认

为，传统中国的社会治理机制，在与私人关系的调整领域，是一种国家法的刑法和社会法的民

法相结合的制度安排。这一治理，在低税收（小政府）、家国一体（同心圆结构）、村社制度（聚居

和户口制度）的约束条件下，〔７７〕并经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价值观贯彻，成为一种有效并且富于

效率的“社会协调工具”。不仅如此，在大多数朝代，礼的丰富性、主导性和价值性还同时决定

和制约着刑律的内容。其实即便站在成文法和国家法的立场上，一些既有研究表现出对法家

的赞美，或者对成文法诸如唐律的欣赏，或者是评价古代中国法的时候“崇法抑儒”的价值取

向，也忽略了中国古代的以“刑法”为主导的成文法，也并不与西方相同。“……中国的故事和

欧洲的相比是非常不同的……法律并不被视为是一种规制私人、经济活动的方式，也不是一个

维持信仰价值的方式，而是一个维持政治和公共秩序的工具。”〔７８〕

在规则的产生上，礼类似于现代的专业群体制定的标准文本。而在执行层面上，礼则是结

合了多重执行方式的法律规则系统。在功能上，礼承担了日常生活，尤其是私人交往之中的大

多数纠纷解决和冲突的协调机制。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来说，礼法对应的是社会的民法和国家

的刑法，这种分工构成了中华帝国两千年来的主要治理方式。如汉文帝所说，“孝悌，天下之大

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汉书·卷四·文帝纪第

四》），用今天的理解来说，即元规则是孝，土地作为财产的核心形式，是民生之本，而社会治理

依赖于三老，国家面临的问题是吏治清明，精辟地点明了这种社会治理的系统设计原则。礼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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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等级化的，但借助于社会等级制度，激励人们选择符合“仁”的行为，对社会的秩序和文化

加以控制，而将大多数的纠纷遏制在事前，这是儒家文化的基本出发点。它采用了“多数人监

督”的方式，避免了法律实施的高成本。这种低成本的治理模式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而更具

有适应性。社会多层次执行的礼为主导，取得了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相对税收成本的效率优

势。这种分工很好地用分权化、多层次纠纷解决机制，避免了近现代法律体系的那种高成本，

适应了庞大帝国的治理问题。古代中国的这种法律分工，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分权和地方自治。

国家法仅仅是用来支持社会的权威体系和主导性社会规范的，而不是试图“一民之轨，莫如法”

（《韩非子·有度》），以公共执行解决所有的问题。

礼法的分野，除了符合当时的低税收、少官吏的特定制度效率之外，我们还想指出的是，礼

对法的主导性和统治性。从董仲舒以降的“援礼入法”，“将礼和法的功能结合，并强调礼的上

位属性和法的下位性”。〔７９〕无论是宪政安排、政府行为还是刑事规则。公共领域的规则，均

需要服从于礼的制约，尽管可能会因时因地甚至因人而有所损益。礼中所蕴含的价值观念，对

其他规则系统的约束，保证了社会层面的自治、完整和持续统一，又保证了公共领域的规则系

统的改变（朝代更换），并不能改变社会合作的行为模式。这就迫使外来夺取政权的统治者，也

必须服从礼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和正当性。这也是由礼带有社会规范的特性决定的。

社会规范作为社区、共同体的价值体现，带有更强的合法性，在存在着良好偏好显示和信

息收集的政治系统中，更能以各种途径表现出其对正式法律文本及其执行的约束和限制。这

来自于三种效应：表达、内化和阻遏。社会规范通过对均衡的筛选，表达出社会行为的集体偏

好，通过偏好变异和理性限定，表达出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偏好习惯，一旦人们的行为形成稳

定的均衡模式，高成本的国家法的公共执行就必须受到这种社会交往习惯的制约。〔８０〕“死刑

废止”在当下中国的艰难，来自于“杀人偿命”的“天理”，就是一个最容易想到的例子。基于此，

库特将蕴含着共同体价值的社会规范是否主导着正式法律规则作为标准，赋予了法治国以崭

新的涵义。国家法与社会规范相协调的规则系统，属于“法治国家”（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ｓｔａｔｅ），而仅

仅依赖于公共执行的国家垄断法，则属于“国家法治”（ｒｕｌｅ　ｏｆ　ｓｔａｔｅ　ｌａｗ）。〔８１〕

社会规范中凝聚并彰显的共同体的价值和行为模式，决定了我们的制度，而不是相反。由

此，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东坡先生在一千年前所说的微言大义：“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

浅深，而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

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

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必以此察

之。”〔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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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借助于多元规则系统的社会治理，已经被众多的学者所揭示。张晋藩先生称之

为“综合治国”，指出德礼政刑协调一致的“仁政”取向。礼法概念的互通，礼在内容、调整对象

上的民法属性，也已有诸多学者的阐释。我们所强调的是这种礼法分野作为社会治理的效率，

并且对“重刑轻民”甚至“有刑无民”的判断进行了批评。由此，当我们基于部门法而考察中国

古代的民法传统的时候，就不应当局限于从历代刑律中寻找断章；当考察中国古代的私人交往

准则的时候，就不应当从狭隘的特定时代的“法”“权利”“所有”的概念出发，而是真正从“良治”

的角度去思考数千年的丰富法律实践。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礼法分野的重新思考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法

治国家。现代法治国家最重要的特征是，法律是最高的“统治者”，政府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

统治者不能超越法律。古代中国恰恰相反，统治者是最高的法律，礼法约束了普通人，但并没

有能有效地约束统治者。在法治化的过程中，我们要防止国家立法对社会生活领域的不当和

过度侵入。国家法律主宰一切并不是真正的法治社会。套用库特的话讲，我们需要建立的是
“法治国家”，而不是“国家法治”。这同样是我们重新思考传统中国礼法体系的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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